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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质量
与农民工的市民化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农民工规模不断增长，政府在改善农民工城市生活处境方面做了很多努
力，然而研究发现，近10年来农民工主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均出现了下沉趋势，呈现“逆成长”，[1]尤其是
新生代农民工，更是处于“回不去的乡村，留不下的城市”尴尬境地。对于改善农民工的境遇问题，目前
认为主要有三种路径:一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二是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三是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培
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所谓新型职业农民，就是指运用工业化方式进行农业
生产、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和随意自在的生产方式、以农业作为职业并据此获得收入报酬的人群，由这
一定义可以看出，新兴职业农民需要具备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等基本素质，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具有
成为职业农民的潜力。然而调查发现，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意愿，
因为吸引农民工群体做职业农民的关键在于农民作为一个职业是否有吸引力，只有当农民成为体面的
职业，有较高的职业报酬、职业地位和职业声望时，农民工群体才会愿意进入这个职业，[2]就目前的情
况来看，显然离这一目标还有较大距离；返乡创业对于推动农民工实现向上流动、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确实有不少返乡农民工在政策扶持和自身努力
下创业成功，达成了“一人创业、致富一方”的目标。但是农民工返乡创业并非易事，缺乏财政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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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于“社会质量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研究”问卷数据，从社会质量视角审视我国的农民
工市民化问题。数据分析发现，厦门、深圳、苏州、东莞四城市农民工总体市民化进程指数为0.563，
达到“半市民化”水平，而包含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社会增能四个维度的社会质量
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具体影响方式上，社会经济保障水平越高，农民工市民化
水平就越高；社会越是团结，即农民工社会信任水平越高、越是具有利他主义倾向，其市民化水平
就越高；社会包容程度越高，即农民工感知到的社会歧视越少，社团参与越积极，其市民化进程就
越快；社会增能水平越高，即参与职业技能培训和相信依靠后天努力能够改善生活的预期越积极，
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就越高。文章据此提出了推动农民工有序实现市民化的路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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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适合的金融信贷产品、缺乏创业技能教育培训、缺少创业项目支持、缺少配套行政服务成为制约农
民工返乡创业取得成功的几大障碍，[3]这决定了通过创业真正实现自我价值的只能是农民工群体中的
很小一部分。因此，深入挖掘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各种因素，找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着力点，进
而推动农民工有序实现市民化成为一个更为现实的选择。本文拟从社会质量理论出发，探讨社会质量
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假设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农民工，在谋生方式、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变成市
民的过程。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有很多，概括而言可以归结为宏观和微观两大类。就宏观因素而
言，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以及教育制度等，是影响农民工实现
市民化的根本因素，它们发挥着隔离作用，将农民工排斥在分享城市社会资源之外。[4][5]经济生活也是
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高昂的市民化成本令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困难重重。[6]
虽然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与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密不可分，但宏观制度安排并非唯一原因，农民工
群体普遍较低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其市民化进程的微观障碍。人力资本是市民化
的经济基础，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技能状况等人力资本因素都会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影响。与农村
相比，城市生活成本较高，需要更为丰厚的经济资本作为支撑。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和未来就
业预期等经济因素会显著影响其流动动机，[7]较小的家庭经济负担使得农民工的自我提升愿望更为强
烈，[8]融入城市的可能性更高。关于社会资本，有研究认为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可
能弥补其人力资本方面的劣势地位；[9]但也有研究发现，农民工的边缘性地位与其社会资本的占有和
使用密切相关。[10]不仅各类资本的存量会影响市民化，农民工策略性地转换各类资本的能力也会作用
于他们的城市融合进程。[11]除了农民工自身因素之外，流入地居民对农民工的态度也会影响融入效果。
流入地居民具有“宽容”和“纳新”的品格，对于农民工的市民化尤其是心理维度的市民化具有正向影
响，[12]流入地居民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态度则会产生消极作用。
梳理文献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多将焦点放在影响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宏观制度安排和农民工个体
因素上，较少将二者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分析的视角；在具体的影响因素探讨上，经济因素和制度因
素得到了足够重视，但社会交往、文化适应、心理融入等社会因素未得到充分考量。事实上，农民工市民
化同时涉及家庭、群体、社区、就业市场等私人和公共领域的变化，不仅需要确保农民工获得用于生存
和发展的物质资源及环境资源，还需要保障农民工能够被整合进各类制度和社会关系中，免受社会排
斥，并能够通过城市社会提供的发展机会发挥个人潜能，这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质量提出了较高要求。如
同GDP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社会质量就是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它从“社会”视角出发，主
张从整体层面对社会发展状况进行评价，以此来推动提升社会发展的品质，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社会质
量理论家们还开发出了详细的指标体系。由此，本文将社会发展的质量水平引入市民化研究，探讨社会
质量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关系。
社会质量理论关注社会发展问题。20世纪90年代，由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和福利国家出现危机，
新自由主义思潮得以复兴并在欧洲社会占据了支配地位，欧洲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不平衡关系
进一步加剧，社会政策沦为经济政策的“婢女”。为了回应新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的批评，改变经济政策
与社会政策之间的不平衡现象，社会质量理论应运而生。所谓社会质量，指的是“公民在那些能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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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福利状况和个人潜能的条件下，参与其共同体的社会与经济生活的程度”。[13]从这一定义可以看
出，社会质量的本质在于强调人的社会性，强调公民个人的福利状况及潜能发挥源自且依赖于社会关
系与社会交往，换言之，社会质量理论认为，在一个高质量的社会或者“好社会”之中，个体发展与社会
发展之间具有良好的互动关系。
根据社会质量理论，一个社会的质量高低可以通过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增能
这四个维度来测量。其中社会经济保障关注物质资源，社会包容关注社会制度的开放性，社会凝聚关注
社会是否存在被广泛认可的价值规范和伦理准则，而社会增能关注的是个体可行能力的提升。那么社
会质量高低对农民工市民化过程是否具有影响？如果有影响，是通过何种方式而产生的？
社会经济保障指的是人们获得充足的物质和非物质资源的可能性。根据社会质量理论，一个具有
高质量的社会必须使人们能够获得经济保障——不管是来自企业保险还是来自国家的社会保险，以免
于贫困和各种形式的物质剥夺。[14]这就要求社会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就业，采取保护措施保障人们的生
活水平以及对于收入、教育、健康照顾、公共卫生等资源的享有，而这些资源对于农民工实现经济层面的
城市适应是十分必要的。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客观社会经济保障水平及其对于保障水平的主观感知，一
方面会提升其应对城市生活挑战的实际能力，另一方面还会帮助他们建立起适应未来城市生活的信心，
从而在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两方面共同造就较高的市民化水平。由此我们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社会经济保障水平越高，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越高。
社会凝聚指向社会团结和整合问题，考察一个社会能否维系基本的价值和规范，以最大限度地减
少分裂，[15]较高水平的社会凝聚能够确保人们像真正的“社会人”那样生活。社会凝聚和社会资本之间
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二者都包括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除此之外，社会凝聚还关注机会平等、社会公正、
利他主义、公民责任等议题。在社会质量的四个维度中，社会凝聚和社会团结与人的“社会性”实现最为
密切相关。国外有关移民社区公民身份的研究说明，社区内部的凝聚力和移民之间的互助互惠行为，有
助于移民在移入城市的生存和发展；社区公民身份的获得有助于其国家层面公民身份的获得。[16]由此
我们提出研究假设2：
研究假设2：社会凝聚水平越高，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就越高。
社会包容是指人们能够被纳入就业市场、医疗服务、教育体制、社区生活等社会子系统的程度。[17]
社会包容代表了社会质量的积极取向，其核心议题是公民身份，这里的公民身份并不是法律上的狭窄
定义，而是指“参与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系统及制度的可能性”。[18]社会包容与社会排斥密切相关，
社会排斥是造成农民工群体在务工城市弱势地位的根源，而社会包容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途
径，[19]农民工在城市受到的排斥是多面向的，涉及教育、医疗、就业等不同领域，且这些不同领域之间会
相互加强，相应的，社会包容也应该具有不同层次。社会包容与农民工市民化水平之间应该是一种正向
关系，由此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3：社会包容水平越高，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越高。
社会质量的第四个维度是社会增能。社会增能指的是增强人们的可行能力，增能的目的在于促进
个体全面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扩大选择的空间；核心途径是提升个体的知识、技能和经验，鼓励和帮
助人们改变自己，积极适应环境。[21]已有学者提出，农民工市民化的出路就在于赋权和增能。[22]增能能
够有效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由此提出第四个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4：社会增能水平越高，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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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质量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研究”。课题组于
2016年1月—3月在厦门、苏州、东莞、深圳四地以农民工为调查对象展开大规模面访式问卷调查，调查
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2016年1月年龄在15—65岁的农民工。对调查样本的选择采用分层
配额抽样方法，按照流入城市、性别和职业等标准进行配额。最终共发放问卷1370份，回收1350份，其
中有效问卷1291份，问卷有效率为95.6%。
（二）变量设计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由一个综合性的市民化进程指数来衡量。农民工市民化是
指农民工获得市民资格、适应城市生活方式、发展出相应能力、具备城市性，最终实现由农村居民向城
市居民的实质性转变的现象，至少涉及五个方面的重要变化，即经济生活市民化、就业方式市民化、生
活保障市民化、社会关系市民化和心理认同市民化，本文从这五个维度出发，建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评
价指标体系，测算其市民化进程指数。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步是确定评价指标体系内容。指标体系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总指数，第
二层是5个评价维度，第三层是每个维度对应的具体测量指标，共13个。具体内容见表1。
第二步是根据指标体
系内容建立农民工市民化
进程指数数学表达式。具体
过程是，首先对13个指标
进行去量纲化处理①，转化
为0—1之间的得分；然后
对未经加权的13个指标进
行因子分析，得到5个公因
子（对应市民化的 5 个维
度）；最后根据每个因子的
特征值占总特征值的比重
对各因子加权，形成农民工
市民化进程综合指数，因子
分析结果见表2。
经过以上过程，最终得
到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指数表达式为：
（I）=0.233就业方式市民化（W）+0.206*心理认同市民化（P）+0.203*生活保障市民化（L）+0.192*社
会关系市民化（R）+0.166*经济生活市民化（E）。
其中：
就业方式市民化=0.238*每周工作天数+0.382社会保险拥有状况+0.380是否签订劳动合同；
①对定距变量和定类变量需采用不同的去量纲方法，囿于篇幅，本文省略了对13个指标去量纲的具体过程。
表1 农民工市民化评价指标体系
农民工市民
化进程（I）
维度（5）
经济生活（E）
就业方式（W）
社会关系（R）
生活保障（L）
心理认同（P）
指标（13）
个人月收入（E1）
家庭收入对比（E2）
每周工作天数（W1）
是否有社会保险（W2）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W3）
新生社会网络（R1）
与本地人交往频繁程度（R2）
遇到困难最先求助谁（R3）
个人月支出（L1）
室内生活设施（L2）
周边生活设施（L3）
城市定居意愿（P1）
是否想获得务工地城市户口（P2）
目标值
城市居民平均水平
平均水平及以上
5天
有
是
有
经常来往
本地朋友
城市居民平均水平
都有
都有
想长久定居
想获得户口
-- 93
经济学家 2019·7 Three Rural IssuesECONOMIST
心理认同市民化=0.492①*城市定居意愿+0.508*户口获得意愿；
生活保障市民化=0.352*室内生活设施+0.257*室外生活设施+0.391*个人消费支出；
社会关系市民化=0.359*与本地人交往程度+0.420*新生社会网络+0.221*遇到困难求助谁；
经济生活市民化=0.471*个人收入对比+0.529家庭收入对比。
本研究的自变量是社会质量，所采用的测量指标是在“社会质量欧洲问卷”和“社会质量亚洲问卷”[23]基
础上加以改造得到的。自变量具体操作化方式如下：
社会经济保障。本研
究选择受访者职业地位和
失业风险两个指标来测量
社会经济保障水平。对职
业地位，在问卷中直接询
问调查对象的具体职业，
然后进行后期编码。参照
符平等人的处理方法，[24]将
农民工职业划分为9类，然
后从职业声望、收入待遇
等方面将这些职业划分为
高端、中端和低端三类。其
中高端职业包括私营业主
以及管理和专业技术人
员，中端职业包括办公室
一般工作人员和个体经营
者，低端职业包括生产工
人、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以及其他职业从业人员，在放入回归模型时，做虚拟变量处理，以
低端职业作为参照类别。问卷中对应失业风险的问题是：您认为自己在未来半年失业的可能性有多大？
从“不可能”到“非常大”依次赋值为1—5分。
社会凝聚。本研究从信任和利他主义两个维度测量社会凝聚水平。社会质量框架下的信任包括人
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两方面。对人际信任的测量方式是询问受访者对家人、邻居、朋友、同事、老乡、陌生
人、跟自己有不同信仰的人、外国人、医生、商人、雇主、老师、记者的信任程度，问题采用量表形式，从
“完全信任”到“完全不信任”五个等级分别记1—5分，分析时进行反向赋值。制度信任的测量方式和对
人际信任的测量相似，即询问调查对象对以下机构的信任程度：新闻媒体、公安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
关、立法机关、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工会、教育科研机构、银行、医疗机构，答案设置及赋值方式也
一致。然后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后形成5个因子，根据每个因子包含项目的特征，分别
命名为正式制度信任因子、典型普遍信任因子、特殊信任因子、非正式制度信任因子和非典型普遍信任
因子。项目的KMO值为0.920，巴赫利特球度检验显著②。本研究通过农民工参与利他主义行为的意愿来
①为了便于理解，在三级指标合成二级指标时，对三级指标的权重进行了归一化处理。
②囿于篇幅，文中省略了因子分析的具体结果。
项目
个人收入对比
家庭收入对比
每周工作天数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
是否拥有社会保险
新生社会网络
与本地人交往程度
遇到困难求助谁
个人消费对比
室内生活设施
周边生活设施
城市落户意愿
城市定居意愿
特征值
方差(%)
就业方式
.058
.008
.512
.818
.822
-.036
.069
.057
-.085
.143
.299
-.012
.015
1.736
13.354
心理认同
.050
-.030
-.022
-.038
.070
.165
-.041
.072
.148
.095
-.089
.866
.840
1.538
11.831
生活保障
.348
-.071
.081
.031
.068
.033
.346
-.298
.718
.646
.473
.048
.081
1.513
11.638
社会关系
-.128
.204
.089
-.021
.012
.801
.683
.422
-.080
.204
.073
.016
.166
1.435
11.036
经济生活
.680
.764
-.327
.119
.069
.040
-.049
.111
-.062
.178
.118
.016
-.002
1.237
9.515
共量
.605
.631
.384
.685
.690
.673
.595
.288
.555
.520
.341
.752
.740
7.459
57.375
表2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指标因子分析（主成分方法）
注：KMO值为0.607，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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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其利他主义精神，具体测量方法是询问调查对象“是否愿意参加义务献血”，答案分为“愿意”“不愿
意”和“看情况”，在放入回归分析时进行虚拟变量处理，以“不愿意”作为参照类别。
社会包容。我们选择群体差距感知、社会歧视感知以及社团参与三个指标来测量社会包容程度。对
群体差距的测量通过下列问题获取：“你觉得下列群体之间的差距有多大：穷人与富人；老板与员工；男
人与女人；老人与年轻人；本地居民与外来务工者”，从“非常小”到“非常大”分别赋值为1—5分。然后
将各项相加，得到一个分值介于5—25的群体差距指数，数值越大，代表感知到的群体差距越严重；对
社会歧视感知的测量方法是询问调查对象在过去一年中是否因为下列原因（农村人；职业；消费水平；
年龄；性别；外地人；普通话水平；技术水平；学历；患有某种疾病）受到歧视。答案选项分为“有”和“没
有”，分别赋值“1”“0”，然后将各项相加，得到一个分值介于0—10分的社会歧视指数；问卷中测量社团
参与的问题是：“您是否参加以下团体的活动：宗教团体；体育或娱乐团体；单位组织的活动；政党；老乡
会；慈善组织；与学校有关的团体；宗族组织；社区组织的活动”，将答案“从未参加”赋值为1，“偶尔参
加”赋值为2，“经常参加”赋值为3，然后将各项相加，得到一个总分介于9—27分的社团参与得分，分值
越高，代表社团参与越活跃。
社会增能。本研究着重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来测量社会增能水平，具体的测量指标包括政治参
与和职业培训，此外加入一个主观指标自致成功预期，即个体认为自己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过上更好生
活的可能性。对于政治参与，在问卷中我们设计的具体问题是：“您是否参与下列活动：在网上发表对社
会问题的看法或建议；在网上发表对政治问题的看法或建议；向媒体爆料；向居委会、业委会等社区组
织提意见或建议；在社区居民提议的联名信上签名；在选举时为自己和别人拉票；上访（或给信访部门
打报告）；参与抵制行动；参与罢工/罢市”。答案选项分为“曾经参与”“可能参与”“从不参与”和“没想
过”，分别赋值为4、3、2、1，然后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方差最大法旋转后形成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表达
型政治参与因子”和“行动型政治参与因子”。对参与职业培训情况的测量方法是在问卷中直接询问调
查对象在过去三年中是否参加职业培训，如果有，赋值为1，没有，赋值为0。自致成功预期对应的问题
是：“您觉得一个人能否通过获得更高的学历达到更高的社会地位”，从“完全有可能”到“非常不可能”
分别赋值为1—5分，在进入回归方程时进行反向赋值，数值越大，表明受访者越相信可以通过自身努
力获得成功。
此外，我们还纳入了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受教育程度、在务工地居住时间和流动范围
等，作为控制变量。
三、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水平
按照本研究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指数的构建方法，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是以当年城镇居民为参考值
的，因此最后的数值表示的是相较于城镇居民的相对水平。根据本课题组2016年四城市农民工调查数
据，经过详细测算得到农民工市民化总体进程指数为0.563①，表明城市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达到“半市
民化”水平。
除了农民工群体的总体市民化进程之外，本研究还分析了各维度市民化水平,表3列出了调查样
①无论是总体进程指数还是分类进程指数的计算，都是以个体为基础的，先计算个体在总指数和分类指数上的得分，然后计算其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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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五个维度的市民化进程指数。可以看出，不同维度市民化的进展很不平衡，其中物质层面的市民化水
平相对高于心理和社会层面。
（二）社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方
式
为了考察社会质量四个维度对农民工市
民化进程的影响，我们建立了一系列线性回
归模型，见表4。模型1中仅加入了控制变量，
调整后R2为16.2%，模型2—5在控制变量之外
分别加入了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
容和社会增能指标，调整后的 R2 分别为
17.8%、22.7%、20.3%和22.0%。接下来详细展示社会质量各变量的具体影响方式。
首先来看社会经济保障维度。模型2显示，职业类型对市民化进程的影响显著。与从事低端职业的
受访者相比，从事中端和高端职业的样本市民化得分更高。失业风险也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一个有
效预测变量，表现为在未来半年内失业风险越大的受访者，其总体市民化进程越缓慢。失业风险越大，
意味着就业稳定性越差，而在社会保险参与状况不理想的条件下，直接威胁到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基
本生存。此外，工作变换所带来的原有社会关系的断裂、生活环境的频繁变动不利于农民工感受到当地
居民的生活方式，使其难以对当地城市产生心理认同，所以就业不稳定给市民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可谓
是全方位的。假设1完全得到验证。
表4 社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常数项
性别
年龄
年龄平方/100
受教育程度b
初中
高中/中专
大专及以上
务工地居住时间
流动范围c
职业类型d
中端职业
高端职业
失业风险
社会信任
正式制度信任
典型普遍信任
特殊信任
非正式制度信任
非典型普遍信任
利他主义精神e
愿意献血
看情况
市民化进程指数
模型1
（N=862）
-.001(.010)
.017***(.004)
-.023***(.005)
.082***(.019)
.108***(.019)
.173***(.022)
.005***(.001)
.054***(.012)
模型2
（N=852）
.006(.010)
.017***(.004)
-.024***(.005)
.076***(.019)
.096***(.020)
.149***(.023)
.005***(.001)
.053***(.012)
.033*(.014)
.046*(.023)
-.014**(.005)
模型3
（N=817）
.008(.010)
.016***(.004)
-.023***(.005)
.077***(.019)
.103***(.020)
.165***(.023)
.004***(.001)
.060***(.012)
.010**(.005)
.005(.005)
.021***(.005)
-.010！(.005)
.019**(.005)
.072***(.016)
.051**(.017)
模型4
（N=831）
-.002(.011)
.015***(.004)
-.021***(.006)
.078**(.023)
.090***(.024)
.144***(.027)
.005***(.001)
.065***(.013)
模型5
（N=808）
-.007(.010)
.018***(.004)
-.024***(.005)
.068***(.019)
.089***(.019)
.145***(.022)
.005***(.001)
.055***(.012)
表3 分维度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指数
指数和指标
经济生活市民化
社会关系市民化
就业方式市民化
生活保障市民化
心理认同市民化
均值
.445
.384
.711
.765
.496
分布情况（%）
≥0.7
11.2
14.7
63.5
68.7
34.2
0.5-0.7
25.7
14.8
8.1
24.4
11.4
≤0.5
63.1
70.5
28.4
6.9
54.5
样本（人）
1245
1266
1117
1112
1209
-- 96
经济学家 三农问题Three Rural Issues
社会歧视感知
群体差距感知
社团参与
政治参与
表达型政治参与
行动型政治参与
职业技能培训f
自致成功预期
常数项
F
R2
Adj R2
.135*(.064)
21.736***
.169
.162
.171**(,064)
17.790***
.189
.178
.135* (.064)
16.980***
.241
.227
-.005*(.002)
-.002(.002)
.012***(.002)
.068(.083)
16.106***
.216
.203
.015**(.005)
-.001(.005)
.062***(.010)
.011！(.006)
.076(.066)
20.384***
.231
.220
注：1.***p<0.001，**p<0.01，*p<0.05，！p<0.1；
2.括号内为标准误；
3.参照组：a，女性；b，小学及以下；c，跨省流动；d，低端职业；e，不愿意献血；f，未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其次是社会凝聚维度。社会凝聚的核心指标是社会信任，在社会信任的五个因子中，衡量制度信任
的两个因子的效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因变量呈现出正向影响，而人际信任三个因子中，特殊信任
和非典型性普遍信任都对总体市民化进程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具体而言，无论是对家人、邻居等特殊信
任对象，还是对医生、老师等非典型性普遍信任对象，受访者越是信任他们，其市民化水平就越高。同
样，无论是对于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的信任均能显著提升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指数。利他主义倾
向也对市民化进程表现出积极影响，愿意义务献血的被访者其市民化指数比不愿意者高出0.072分，即
使是那些看情况决定要不要献血的人，其市民化指数也比直接表示拒绝者高出0.051分。农民工参与到
义务献血等利他活动中，并非单纯因为认可志愿精神，而是混杂着获取社会资本、构建新的生活方式、
追求社会融入等行为动机，这种行为倾向显示了农民工向新市民转变的可能性。[25]本研究支持了这一
论断。总体而言，假设2通过了验证。
接下来看社会包容维度的效应。受访者感知到的社会歧视会显著降低其市民化进程，受访者每多
感受到一种社会歧视，其市民化进程指数会降低0.005分。如何逐步消解社会生活中的歧视，是推进农
民工有序市民化的一个重要课题。社会群体差异感知衡量的是受访者对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差异程度的
评价，模型4表明，社会群体差异感知对市民化进程有负向影响，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最后是社团参
与，农民工越是频繁地参与到各类社团活动中去，其市民化程度就越高。社团参与对于市民化的推动作
用能从多个途径实现，首先，社团参与是农民工实现社会参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参与社团能够丰
富其业余生活，增进社会交往，找到心灵寄托；其次，参与社团活动可以使农民工有机会与志趣相投的
成员展开互动，增强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进而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最后，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有助
于消除群体之间的刻板印象，减少偏见，缩小社会距离。假设3基本得到了数据支撑。
模型5展示了社会增能维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在政治参与方面，倾向于在网上或现实生活中
进行表达型政治参与的受访者市民化水平更高，但行动型的政治参与效应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一个
可能的原因是，本研究的行动型政治参与包括一些较为激进的形式，少量参与此类活动的农民工更重
视短期效果，而非追求长远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因而并未成为一种市民化的有效增能途径。相
反，那些在线上线下发表意见和看法的表达型政治参与者，则更可能是因为本身对社会问题及政治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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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比较关心，而互联网等媒介为其提供了获取和交流信息的渠道，这些信息获得和情感、意见表达方式
强化了个体对自身参与能力和参与效果的肯定，进而增强了农民工的主人翁意识。职业技能培训对因
变量表现出积极影响，因为技能培训是学校教育以外最主要的人力资本积累方式，有助于农民工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并在职业身份、经济收入等方面实现社会融合。自致成功预期是社会增能的
第三个指标，模型5表明，农民工越是认可通过后天努力（比如获得更高的学位）能够实现社会地位的
提升，其市民化总体进程水平就越高。农民工实现市民化所依赖的各类资源中，有一部分资源属于社会
权利，比如选举权、被选举权、城市社会保险等，这些社会权利的获得取决于制度供给，而人力资本、社
会资本和物质资本主要则取决于个人后天的努力。[26]如果农民工意识到通过后天努力可以实现社会地
位上升，则更愿意花费时间、金钱和精力，投入于继续教育、扩展人际关系等有助于资本存量提升的活
动中，进而提升市民化水平。总体而言，职业技能培训和自致成功预期变量的作用得到了数据支撑，而
政治参与效应与我们的预想有一定出入，假设4仅得到部分验证。
最后简要讨论一下控制变量的作用。本研究发现，男女之间在市民化进程方面无显著差别；年龄和
市民化进程之间呈现出倒U型的关系；在务工城市工作生活时间越久的受访者，市民化程度就越高；省
内流动样本比跨省流动样本市民化程度更高。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意义
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高低不仅事关农民工个体及其家庭的福利水平，也关乎新型城镇化目标的顺
利实现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本研究运用东南沿海地区四个城市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现状，以及社会质量的四个维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作用机制，主要结论与研究发现
如下：
农民工总体市民化进程只达到“半市民化”水平，且物质层面的市民化水平高于社会和心理层面；
社会质量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具体而言，社会经济保障状况对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有显
著影响，表现为农民工的职业地位越高、失业风险越小，其市民化进程越快；社会凝聚能够提升市民化
水平，即社会信任水平越高、越是具有利他精神的农民工，其市民化程度越高；社会包容是农民工市民
化程度的有效预测变量，农民工的社团参与越积极，其市民化水平越高，反之，社会歧视感知则会减缓
市民化进程；社会增能和农民工市民化水平之间有显著关系，表现为“表达型政治参与”能提升市民化
水平，参与职业技能培训和积极的自致成功预期也对市民化有促进效应。
标志着社会质量理论正式诞生的《欧洲社会质量的阿姆斯特丹宣言》宣称：“我们不想在欧洲城市
看到数量日益增长的乞讨者、流浪汉以及无家可归者，我们也不支持一个拥有为数众多的失业者、数量
持续增加的贫困人士，以及众多只能享有有限的健康照顾和社会服务人员的欧洲”。[27]同样的，我们也
不想在中国看到，占人口总数约1/5的农民工，在为城市建设和发展做出多年贡献的同时，被排斥在主
流生活之外，无法平等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也不愿意目睹“农民工二代”“农民工三代”重复其父辈的
人生轨迹，持续徘徊在城市生活底层，无法实现向上流动。基于本文的研究发现，我们认为可以通过社
会质量建设路径，提升社会发展品质，推动农民工有序实现市民化。具体的政策设想如下：
第一，未来的社会政策应该在提升农民工社会经济保障方面更有作为。一方面要注重提升农民工
的就业质量。就业是农民工在城市安身立命的基础，就业质量对于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具有重要影响，[28]本
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应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全面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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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另一方面，虽然快速的经济增长可能为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作出巨大贡献，但经济增长本身并不必然
带来社会质量的提高。因此在保障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要保证农民工群体对就业、教育、医疗、环境等领
域社会服务资源的获取，通过提供更广泛的社会服务减轻农民工的家庭负担，夯实农民工定居城市的
物质基础。
第二，培育社会信任氛围，弘扬利他主义观念。社会信任能够通过增进农民工的权利平等感、社会
参与和地域认同等方式推动农民工实现城市融合。[29]为了提升社会信任水平，首先，要引导舆论树立起
农民工的正面形象，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心，跨出熟人小圈子，减少与外界群体的隔阂；其次，要引导非正
式组织建设，推动建立诸如“工友之家”“农民工互助合作组织”之类的非正式组织，培养农民工互助合
作的意识与能力；最后，倡导助人为乐的利他主义观念，在全社会建立起利他主义的社会氛围，利他行
为会转化为推动市民化的力量。
第三，提高社会制度开放性。社会质量架构下的社会包容包括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层次，相应地
需要提升不同层次的社会制度的开放性。宏观层面要在法律上认可农民工平等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和社会权利；中观层面要提升劳动力市场和公共服务市场的开放性，这一点和经济保障领域密切相关；
微观领域则是要保障各类社会服务的可及性，鼓励个体参与社会团体，提升民间互助水平。
第四，将农民工塑造为积极的行动主体。要保证较高的社会质量水平，人们必须成为合格的行动
者，因此应当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有利于其生存和发展的客观环境，同时激发其自主决策的能力。面对农
民工群体收入水平较低无力投资于人力资本的客观现实，应当从战略高度上重视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
训工作，对现有的职业培训，在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和地点、资金投入等方面加以完善，将职业资格认证
与职业培训结合起来，增强技能培训的吸引力，增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能力。在日常生活领域，农民工
线上线下的参与不仅有助于宏观层面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而且也有利于推动农民工进一步关注热
点事件及与自身相关的社会议题，进而增加其城市性特征。因此，应该为农民工的社会参与搭建更多平
台，提供更多参与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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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Quality and the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Xu Yan-hui, Gong Zi-yu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data of“Research on the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Qual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ssue of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quality.
The data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overall citizenization process index of migrant workers in Xiamen, Shenzhen, Suzhou and Dong⁃
guan is 0.563, which reaches the level of“semi-citizenization”. And the social quality which possesses four dimensionsinclud⁃
ing social and economic security, social cohesion, social inclusion and social empowermen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the
process of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terms of specific ways of influencing,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social and economic
security,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citizenship of migrant workers; the more united the society is, that is,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social
trust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higher altruistic tendencies, the higher their level of citizenship;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social
inclusion, that is, the less obvious the awareness of migrant workers on social discrimination, the more positive the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the faster the process of citizenization;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social empowerment, that is, the more active the par⁃
ticipation in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and self-successful expectations,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citizenship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promoting the orderly realization of peasant workers in order to achieve citizeni⁃
zation.
Key Words: Social Quality; Migr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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